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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龙城是夏商时期一处重要的遗址，是二里头、二里冈文化向南扩张过程中在江汉地区形

成的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包括城址、大型建筑与墓葬等高等级遗存，保护区面积近４平

方公里。多年的考古工作表明，盘龙城遗址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多个岗地上，并由此构成一个

遗址群，其外在形态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大型遗址颇不相同〔１〕。因此，研究盘龙城聚落的布局

和兴废，对于理解盘龙城的性质〔２〕，探讨江汉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盘龙城在商代考古中的重要性，学者就其布局已进行过较多探讨。王劲、陈贤一分析

了遗址各地点建筑、手工业作坊、墓葬的布局特征，初步认识到盘龙城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布局

变化，并指出遗址不同功能区的规划状况〔３〕。许宏从先秦城市研究的视角，检视了盘龙城所

包含的中心城址、李家嘴贵族墓葬和周围一般居民区及手工业区〔４〕。杜金鹏对宫殿区与城址

的内部结构提出了新认识〔５〕。

回顾过往的研究，学术界对盘龙城遗址的布局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盘龙城遗址是以城垣

及宫殿区为核心，周边分布有墓葬、手工业作坊以及普通居址等不同遗存的大型聚落〔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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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看出，上述讨论主要集中在对盘龙城不同地点的功能区划分上，且多将不同阶段的遗存压缩

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进行解读。而根据《盘龙城》报告及学者对该遗址年代的认识，盘龙城遗址

的绝对年代约当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三世纪。在这三百多年间，盘龙城理应经历了一

个从始建到发展、从繁盛到衰落的过程，聚落的中心区和功能区都可能存在变化。因此，以历

时性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观察盘龙城的社会场景及其变化。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自２０１２年开始参与盘龙城的田野考古工作，并计划在未来的考古工作

中进一步厘清盘龙城遗址的布局。作为基础工作，我们通过梳理《盘龙城》报告等材料，并结合

近年的工作，特别是对遗址的调查与勘探，对遗址布局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

一　遗存的时空架构

盘龙城地处大别山丘陵向南延伸的余脉，紧邻东南流向的府河，东侧五公里之外有南流的

滠水，两支水系注入长江时地势逐渐低缓，附近地貌多呈低丘与湖泊相间之势。盘龙城遗址

东、南分别频临盘龙湖、府河（图一），其主体分布在杨家湾岗地及向南分支的多个低岗之上，包

括艾家嘴、楼子湾———小嘴、王家嘴、李家嘴等，杨家湾西北、隔盘龙湖湖汊为大邓湾———小王

家嘴，杨家湾东北、隔盘龙湖为童家嘴。盘龙城东岸的长丰岗一带则有小杨家嘴、丰家嘴和万

家汊等地点。据《盘龙城》报告，以上诸地点发现古文化遗存的有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城

址、李家嘴、楼子湾以及童家嘴。除这些地点外，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其他岗地的小王家嘴、小

嘴、小杨家嘴、丰家嘴和万家汊等地点也有发现。

《盘龙城》报告的编写方式是先划分期别，再分地点介绍遗存。这样的报告形式，特别是将

墓葬之外的大部分遗迹出土的陶器等遗物归入地层，让研究者难以对遗址不同遗存进行深入

的编年研究〔１〕。《盘龙城》报告将盘龙城划分的七期虽略显细碎，但大体合理，并被学者认

可〔２〕。以下按《盘龙城》报告的分期体系，分别对各地点遗存进行历时性检视，分析其功能及

位置关系，并对个别遗存的年代、性质进行讨论。

（一）城址

《盘龙城》报告中描述的城址并非是一处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在范围上包括杨家湾岗地

之南、王家嘴之北的城垣内外〔３〕。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盘龙城城垣是利用王家嘴及其西北

部的一个小岗地的自然地势修筑而成，城垣以及城内的地势明显有愈南愈低的特征。在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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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江汉考古》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将盘龙城Ｆ１、Ｆ２这样的大型建筑称为宫殿，涉及盘龙城遗址是方国还是地方城市的性质判断，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
题。本文仅依流行说法，仍然保持“宫殿”、“宫殿区”称谓。



图一　盘龙城遗址遗迹分布平面图
　

垣之外，迤逦向南的王家嘴其实只是该岗地的南端。而叠压在南城垣之下的早期遗存，则与王

家嘴同时期遗存相连，在城垣修筑之前已为一体。这说明城址兴建前该地已存在较高等级的

聚落，而第六、七期时人类活动较少。

在南、北城垣外的探沟中发现“城壕”迹象，深２．１－４．６米。而城垣西北部位于岗地高坡，

高于南城垣西部约２米。北高南低的地势使得城垣外围壕沟很难处于同一平面。《盘龙城》报

告所谓的城壕遗迹是否为一条贯通的护城河还需进一步证实。城壕内最底层的堆积属于盘龙

城第四期，说明其始建年代不晚于此期。《盘龙城》报告认为，第五、六期堆积已淤平城壕，最接

近废弃的时间。第七期壕沟内有少量陶片，说明城址废弃后还有人类活动，这与西城垣发现墓

葬的情况吻合。

宫殿区位于城址内东北部高地上，目前发现三座大型建筑Ｆ１－Ｆ３，三座建筑沿西北—东南

方向分布。在Ｆ２东南部还发现有“五个大柱础穴和础石遗迹”〔１〕，应该属于另一组建筑。显

然，当时的宫殿区并非只有Ｆ１－Ｆ３，而是布局较为复杂的建筑群。《盘龙城》报告认为Ｆ１、Ｆ２

基址建筑年代属于第四期〔２〕。建筑基址出土陶片具有四期偏晚的特点，叠压基址的地层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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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第五期遗物。《盘龙城》报告中关于基址建筑年代的推论比较合理，也为学者所接受〔１〕。

盘龙城城垣大体呈方形，南、北城垣长约２６０米，东、西城垣宽近２９０米，这一尺寸是根据

地表突起位置来定位城垣、进行测算的，位置及数据都不十分精准，但城垣规模很小，则是很明

确的。城垣的年代是根据城墙夯土中发现的陶片而定，报告归为第四期。此外，在南城垣墙体

下叠压有盘龙城第一至三期遗存，包括属于第二期的夯筑台基和灰坑等遗迹。而第七期的遗

存则仅见于西城垣中部、打破城墙夯土的出土青铜器的墓葬中。

Ｆ１、Ｆ２基址之下还存在属于盘龙城第三期的“黄土台基”和柱础、础石等建筑遗迹〔２〕。这

些遗迹处于同一范围，可能相互关联。此外，《盘龙城》报告还指出在位置更北的“Ｆ１东北面下

层及Ｆ３西南面下层均叠压有早期建筑遗迹”〔３〕。这些迹象表明，在第四期宫殿区范围内早

在第三期就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建筑或建筑群。

盘龙城的兴废、使用时间是个重要问题。《盘龙城》报告认为“城址的建筑年代应该在盘龙

城第四期，盘龙城五期、六期，是城址建成后的使用期”，第七期废弃〔４〕。在认可其对城垣和城

壕同时建筑于第四期的判断下，我们对城址的兴废有不同看法。关于兴建，中原地区的偃师商

城到洹北商城，都是先筑宫殿后建城垣〔５〕，盘龙城亦有此可能。如前所述，在Ｆ１、Ｆ２等基址

建筑之前，已经存在第三期的台基等建筑。在第三期之前，盘龙城聚落只分布在王家嘴一带。

第三期“黄土台基”等遗迹是在原居址范围之外兴建的、独立于居址的规模大、等级高的建筑，

并奠定了其后宫殿区的位置与范围。因此，黄土台基等建筑应该就是Ｆ１、Ｆ２之前的“宫殿”级

别的建筑，它们的出现是盘龙城城址肇始的标志。其废弃年代则较难确认，我们认为大体应该

在第六期。根据《盘龙城》报告，这一时期盘龙城城壕已经淤积近平，城垣之内几乎不见第六期

的堆积和遗物，与城址关系密切的王家嘴聚落此时已经废弃（详后），特别是与宫殿区相应的李

家嘴墓地也不见第六期的高等级墓葬。由此，我们认为盘龙城城址以第三期兴建高等级基址

为开端，延续使用至第四、五期，至第六期废弃。

（二）王家嘴

王家嘴位于城垣东南侧的岗地，岗地跨过府河大堤向南延伸。枯水期，王家嘴南端水下还

可见延绵的文化层，说明盘龙城原来的文化堆积分布更为广泛，当时水位也较现在低一些。

根据《盘龙城》报告，盘龙城第二期至第五期是王家嘴遗址堆积丰富的阶段，在第二、三期

有三座窑址和一座规模较大的方形房址。窑址中有两座长窑（Ｙ１和Ｙ２），其长度大大超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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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知其他商时期的龙窑或长窑〔１〕，且坡度不足，底部高低不平，窑室宽窄不一，都不符合龙

窑的特征。不过两处遗迹的确具有窑址特性，考虑到Ｙ２在Ｙ１南５米，颇疑它们是多个集中

分布的窑址。湖南费家河遗址的河岸边，就曾见过成组排列的圆形窑址〔２〕。王家嘴的长窑，

可能与此类似。王家嘴北部还发现夯土台基〔３〕，表明当时存在较大规模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王家嘴第四、五期遗存仍然丰富，有房址和祭祀坑等遗迹。房址规模较大，位于岗地北部

近城垣处，应是贵族住所。《盘龙城》报告所谓的 Ｈ６、Ｈ７祭祀坑，分别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和锅

底状坑，Ｈ７坑底还铺有朱砂，多随葬青铜兵器、容器，因此我们怀疑两者应为墓葬。盘龙城地

区土壤酸性强，墓葬人骨一般朽蚀无存。同时墓葬多埋葬在遗址内，与文化层堆积混杂，在土

质土色上也难以辨识。一些所谓的祭祀坑也可能是未被识别的墓坑。而且王家嘴 Ｍ１也位于

这一区域，而 Ｈ６为Ｆ７所叠压，Ｈ７则在Ｆ７南１米，这些都说明当时居葬关系较为密切。

王家嘴聚落在盘龙城第一期就已存在，并且其兴衰与北部的城址关系密切。盘龙城南城

垣下的第一期遗存与王家嘴同时期遗存应为一体。第二、三期时，王家嘴则集中分布有居址、

窑址和灰坑，遗存堆积较为丰富，并形成一定规模。这种繁盛的局面在第四、五期仍有延续，在

接近城垣的北部岗地上，原第二、三期遗存上仍分布较多遗迹。分属第三至五期的Ｆ４、Ｆ５、Ｆ７

集中在这一带，墓葬也就近分布，聚落的使用具有明确的延续性。不过随着城址的废弃，王家

嘴岗地未见第六、七期的遗存，表明在城址废弃之后，这处聚落也随之废弃。

（三）李家嘴

李家嘴已发掘的灰坑和墓葬都位于岗地中部，其中四座墓葬位于岗地南侧，灰坑均在墓葬

区域以北。岗地顶部未发现遗迹，推测岗顶堆积已被破坏。墓葬区南部已遭取土破坏，从已发

现遗迹的分布来看，这里应该有更多遗存。在二十世纪的考古发掘中，对李家嘴只进行了墓葬

和灰坑的清理工作，没有布设探方全面揭露其文化遗存。因此，对李家嘴文化遗存的认识有较

大的局限性。

李家嘴发现灰坑三十个，分属第二、第四至七期。灰坑直径、深度多在１米左右，坑壁较规

整。灰坑之间无打破关系，分布较均匀，未见陶片的 Ｈ２６－Ｈ２８相间约２米，排列整齐。盘龙

城遗址多见锅底形和坑壁不规整的灰坑，而李家嘴灰坑坑壁多陡直，系人工挖成。考虑到李家

嘴存在大型墓葬，或推测其中一些灰坑可能与祭祀相关。

李家嘴的四座墓葬，只有 Ｍ２经过正式发掘，其他三座均是遭破坏后才进行清理的。Ｍ２

是迄今所见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南北长３．６７、东西宽３．２４米，随葬品仅青铜器就有五

十件，其中礼器二十一件。其他三座墓葬遭破坏，从《盘龙城》报告图九十二李家嘴遗迹平面图

看，这些墓葬长度与 Ｍ２接近。Ｍ３出土有长达９４厘米的大玉戈，Ｍ３随葬品出土范围南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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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林：《吴城商代窑址》，《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探掘》，《考古》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１９６３－１９９４年考古发掘报告》，１９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超过３米、东西宽超过２米，是盘龙城墓葬中仅次于 Ｍ２的大墓。Ｍ１出土青铜礼器二十二

件〔１〕，更是迄今所知殷墟文化之前随葬青铜礼器最多的墓葬。Ｍ１－Ｍ４集中分布，相距６－８

米，其中 Ｍ１－Ｍ３东西排列，有明显的规划。《盘龙城》报告将这些墓葬定为第四期和第五期，

大体可信。综合上述情况，李家嘴四座墓葬应该是盘龙城同一阶段有明显布局规划的等级最

高的一组墓葬〔２〕。

（四）杨家湾

杨家湾是盘龙城内最大的岗地，也是最大的遗址，而且“杨家湾遗址的商代遗迹和墓地遍

布整个岗地”〔３〕。杨家湾丰富的文化堆积多集中在盘龙城偏晚阶段。

墓葬在杨家湾岗地的分布广、数量多，目前该地点共发现墓葬二十二座。除杨家湾 Ｍ６年

代较早外，大部分墓葬年代较晚，集中于盘龙城第六、七期。其中大型墓葬有杨家湾 Ｍ１１，被

《盘龙城》报告定在第七期，随葬十七件青铜礼器和成组的青铜兵器、玉器等，特别是随葬有装

配长的勾首刀、透雕的勾云纹刀以及钺等礼仪性青铜兵器，这都说明该墓墓主应为这一时期

盘龙城的最高首领。杨家湾 Ｈ６也和王家嘴 Ｈ６、Ｈ７一样，应属墓葬。Ｈ６出土多套组合规整

有序的青铜礼器，同样表明墓主等级较高，特别是 Ｈ６还出土一件与杨家湾 Ｍ１１形制、大小相

同的青铜钺，推测 Ｈ６墓主身份与杨家湾 Ｍ１１相当。

杨家湾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最厚处可达２米，这里最早的生活遗迹出现在盘龙城第四期，

如Ｆ１残长达１６．５米，表明杨家湾此期已有规格较高的建筑。杨家湾主要生活遗存则属于晚

期，尤以第六、七期最为丰富。杨家湾Ｆ２、Ｆ３均为地面经过垫土处理、带有柱础的高规格建

筑，规模较大。杨家湾也出土较多印纹硬陶器，规格较高，暗示出生活区有贵族居住。

杨家湾一带确也存在更多高等级遗存。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在二十世纪的发掘区之西，发现

一座大型建筑和七座高等级墓葬〔４〕。建筑基址已遭扰乱，复原长度在４０米左右，规模与城址

宫殿区Ｆ１相当。Ｆ４以西分布有较为集中的墓葬，其中 Ｍ１７出土有青铜爵、斝和形制特殊的

觚，以及金片与绿松石组合镶嵌的兽面纹饰件。这说明 Ｍ１７应为当时盘龙城最高等级墓葬。

根据杨家湾堆积特点和Ｆ４、Ｍ１７遗物特征，这些遗迹都应属盘龙城第六、七期。总的来看，杨

家湾在盘龙城晚段遗存丰富，高规格房址、墓葬等体现出较高的社会等级，Ｆ４、Ｍ１１、Ｍ１７以及

Ｈ６应该与当时盘龙城最高统治阶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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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报告对 Ｍ１器类记录相互矛盾，这里是推测的器类数量。见拓古：《盘龙城与〈盘龙城〉》，《江汉考古》２００２年
第４期。

部分学者认为早商时期尚无有意识地设置独立的墓地，见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５６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１９６３－１９９４年考古发掘报告》，２１７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这一说法虽然在概
念上有问题，但描述的情况是属实的。

张昌平：《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又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第３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盘龙城遗
址博物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３期；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五）杨家嘴

杨家嘴处于杨家湾岗地东段，三面为盘龙湖所环绕，东部在枯水期有遗存没入盘龙湖，再

次说明二里冈文化时期的水位明显较现代要低。杨家嘴主要发现了一些房址和灰烬沟等，《盘

龙城》报告将这些遗迹归为第三至六期。其最早阶段的遗存有一处“黄土台”遗迹，其上分布两

排柱洞。柱洞直径不超过２０厘米，无柱础石，间距一般不足０．５米，建筑规模应该不大。

杨家嘴的墓葬规模普遍较小，分布较集中。例如《盘龙城》报告以第二期的 Ｍ６为基点介

绍的几座邻近墓葬。同属于第二期的 Ｍ８位于 Ｍ６北３．３米，第四期的 Ｍ５位于 Ｍ６南０．２

米，Ｍ７位于Ｍ６北０．５米，由于这些墓葬均为南北向，排列较规整，应属墓地性质。当然，其他

墓葬分布疏密不一，并非有序安排，说明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墓葬埋葬位置较随意。

（六）楼子湾

楼子湾位于杨家湾岗地及其支系小嘴之间。楼子湾文化堆积较为丰厚，但囿于发掘面积，

很难了解这一地点的全貌特征。从《盘龙城》报告发表材料看，楼子湾属于第四、五期的地层堆

积较厚，灰坑等生活遗迹也较多，是该地较为繁盛的时期。第六、七期的文化层分布并不普遍。

楼子湾发现墓葬十座，《盘龙城》报告将大部分墓葬归为第四、五期，少数归属第六、七期。

Ｍ１－Ｍ５分布较为密集，间距不超过５米，布局具有墓地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Ｍ２在《盘龙

城》报告图二六二遗迹平面图上显示打破 Ｍ３（文字叙述未提及），两座墓葬年代较近〔１〕，这种

打破关系大约说明当时对于小型墓地布局缺乏系统的规划。

（七）其他地点与遗存

盘龙城遗址文化遗存不限于《盘龙城》报告中介绍的地点，调查和采集的遗存中也有一些

重要信息。

盘龙城城垣规模颇小，是否存在外城垣，一直备受学界关注。２０００年，考古人员根据对杨

家湾岗地顶部的调查，推测岗地顶部存在外城垣，外城垣向东沿杨家湾延伸到盘龙湖，西部在

楼子湾向南转到艾家嘴〔２〕。由于缺乏发掘等进一步工作，目前并不确定外城垣是否存在。

盘龙城一些地点采集的青铜容器，可能来自墓葬。１９８５年，北城垣西北角发现一件青铜

斝（ＰＣＹ∶８４），这里接近杨家湾墓葬区。１９７５年，王家嘴北部采集到一件青铜斝（ＰＷＺ∶４０），

同出的有成组陶器和硬陶尊，这些器物都应出自墓葬。上述两件斝器形近似，均为弧腹圜底，

年代特征接近二里头文化，或可至二里冈下层〔３〕，报告定为盘龙城第三期。如此，则与北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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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子湾 Ｍ３随葬品丰富，在《盘龙城》报告中定为第五期。楼子湾 Ｍ２随葬品较少，《盘龙城》报告未公布任何图像，而
且文字部分以 Ｍ２为第五期，墓葬登记表又定为第六期。

刘森淼：《盘龙城外缘带状夯土遗迹的初步认识》，《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武汉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１９６３－１９９４年考古发掘报告》，４１２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１２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
考古研究所：《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陕西垣曲古城南关商城城址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７期。



采集斝相关的墓葬也和杨家湾 Ｍ６有一定的关系，后者也属于第三期并随葬青铜器，而王家嘴

斝则说明该地点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可早至第三期。

盘龙城西城垣以西的小嘴是一条南北向的岗地，调查表明这条岗地的东侧遍布文化层，近

年这里又采集到锛类工具的石范〔１〕。小嘴或系盘龙城遗址冶铸青铜器的作坊。

盘龙城遗址的外围地区也发现了相关遗存。盘龙湖对岸的童家嘴曾采集鼎、罍等青铜器，

以及玉器和印纹陶等，报告定为第七期，应出自墓葬。在杨家湾岗地以北的小王家嘴，也曾采

集过青铜器，近年来经考古工作又揭露出一片墓地〔２〕。童家嘴和小王家嘴分布有墓葬，说明

盘龙城遗址并非仅限于盘龙湖西岸临近府河的地区。此外，在盘龙湖东岸长丰岗一带邻水岸

边，如小杨家嘴、丰家嘴和万家汊也曾发现文化堆积和陶器等遗物〔３〕。采集的陶器特征多与

盘龙城核心区一致，与整个遗址属于同一阶段。目前采集的遗物仅见陶器和印纹陶，反映出遗

存等级偏低，或为城址外围普通居民区。

我们将盘龙城遗址各地点不同期别遗迹列为表一，以便检视。

总体上说，盘龙城遗址是以杨家湾岗地为中心。现有遗存主要分布于临湖、河岸边的岗

地，说明遗址形成过程与附近水域密切关联。遗址范围内湖汊岗地相间的地貌景观，显现了其

与北方中原城市在环境、资源上的差异。

　　表一 盘龙城遗址各地点不同期别遗迹

地
点

城址

城垣 城
壕 宫殿区

王家嘴
李
家
嘴

杨家湾 杨家嘴 楼子湾
童
家
嘴

小
王
家
嘴

小
嘴

小 杨 家

嘴、丰家
嘴、万家
汊

遗
存
类
别

文
化
层

墓
葬
房
址

文
化
层

文
化
层

房
址

文
化
层

灰
坑
墓
葬
房
址
灰
坑
墓
葬

文
化
层

灰
坑
墓
葬
房
址

文
化
层

灰
坑
墓
葬
房
址

文
化
层

灰
坑
墓
葬
房
址
墓
葬
墓
葬

文
化
层

文
化
层

一 ● ◎

二 ◎ ○ ● ○ ◎ ◎

三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

　　说明：○◎●分别表示遗存较少、一般和丰富，△表示发现采集物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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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用祥：《盘龙城遗址首次发现铸造遗物及遗迹》，《江汉考古》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张昌平：《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又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第３版。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盘龙城东部长峰港商代遗存调查勘探简报》，《武汉文博》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二　聚落布局及其阶段性变化

作为一处延续时间长、面积大、社会等级高的中心城市，盘龙城不仅应该存在聚落核心区、

聚落功能区分，也在布局、环境上有不同阶段的变化。限于目前的资料，以下仅对聚落布局的

阶段变化、居葬关系以及环境变化进行讨论。

（一）布局的阶段变化

《盘龙城》报告对遗址七期的划分，虽然基本框架被学界认可，但因过于细碎而缺乏普遍

性。另一方面，聚落布局的变化频率不同于或慢于陶器的变化频率，因此从较长的时间阶段观

察聚落的整体变化，更利于分析当时城市的发展。

就盘龙城而言，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及其变化是衡量城市布局变化最重要的指标。盘龙

城城垣、城壕以及宫殿基址并未在兴起之初出现，第一、二期出现的遗存主要是小型房址、灰

坑、窑址以及墓葬等反映普通社会生活的遗迹，此时盘龙城尚未形成中心城市，宫殿基址和随

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也未出现。那么，盘龙城的大型公共建筑是在什么时间出现的？如前所

述，《盘龙城》报告认为宫殿基址、城垣与城壕基本在第四期同时出现，而第三期出现在城垣东

北部的黄土台基，是独立于当时居址之外的大型公共建筑。因此，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其他城市

一样，盘龙城也应该是先建宫殿区，而后建设城垣及城壕。第三期盘龙城开始作为中心城市，

社会等级得到了提升，这一期开始出现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这也是聚落升级为城市的重要

佐证。盘龙城作为城市的变化发生在第六期，城址区域的文化堆积较少，城壕被淤平，Ｆ１、Ｆ２

等宫殿基址也已废弃。此时，大型建筑在杨家湾出现，高规格贵族墓葬也出现在杨家湾。

基于上述变化，我们以大型公共建筑的使用为标志，将盘龙城聚落的布局变化分为三个阶

段，大型基址出现之前的第一、二期为第一阶段，宫殿基址使用的第三至五期为第二阶段，宫殿

基址转移到杨家湾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的盘龙城有着不同的聚落景观。

第一阶段是盘龙城作为城市的形成时期（图二）。在盘龙城第一期，聚落在王家嘴及后来

的南城垣一带开始形成，其规模应该不大，分布在王家嘴岗地南部长约３００米、面积不超过５

万平方米的范围。不过此时已形成了丰富的堆积，只是未见高等级的遗迹现象。盘龙城第二

期，聚落范围有明显的扩展。李家嘴发现的灰坑、杨家嘴发现的随葬陶器的墓葬都是聚落扩展

的直接反映。聚落的社会等级也有明显提高，王家嘴北出现了多处长度在十米以上的基址，其

规模远超一般居址，说明公共权力机构或高等级贵族活动场所已经形成。王家嘴发现的青铜

镞表明，武装力量对于二里冈下层时期远离王朝政治中心的盘龙城而言，具有军事标志意义。

同时，王家嘴还出现印纹硬陶容器等外来贵重物品，说明当时已与长江下游地区存在文化交流

活动。

从区域地理上看，这一时期二里头或二里冈文化除了在鄂北地区形成多个聚落之外，其势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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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盘龙城遗址第一阶段布局平面图
　

力西进至江陵荆南寺〔１〕，东及九江神墩〔２〕、潜山薛家岗〔３〕，长江中游一带在文化、政治上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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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３１－１４８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九江市博物馆：《江西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４３３－５２３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图三　盘龙城遗址第二阶段布局
　

都为中原王朝所控制。从聚落规划、高等级建筑和随葬品看，这一时期的盘龙城可能是中原王

朝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据点。

第二阶段是盘龙城作为中心城市的繁盛时期（图三）。该阶段之初，在其后宫殿区的位置

开始兴建大型夯土建筑，这一建筑在王家嘴聚落区之外并独立规划，暗示聚落的进一步分化与

蜕变以及权力中心的形成。稍晚，以Ｆ１、Ｆ２为标志的宫殿区形成，其外有城垣拱卫盘龙城，临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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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盘龙城遗址第三阶段布局平面图
　

近的李家嘴墓葬区成为高等级贵族埋葬之所，聚落的中心区域辟为最高统治阶层从生到死的

专用空间。城垣和宫殿等大型建筑布局规整有序，墓葬规模之大、随葬品数量之多和品质之高

不仅在盘龙城的各发展阶段，而且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城市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盘龙城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南部城垣外的王家嘴是聚落起始地，宫殿区实际是从这里向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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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发展的。除王家嘴外，从西部的楼子湾到东部的杨家嘴，都发展成为聚落区。这一阶段的盘

龙城，包括王家嘴、李家嘴、小嘴以及整个杨家湾岗地，都成为生活居址。这些聚落点形成了丰

富的文化堆积，灰坑、房址、中小型墓葬等分布较为密集，这些都说明聚落曾经的繁盛景象。生

活区外，王家嘴等地点长达数十米的灰烬沟证明了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的存在。小嘴与青

铜器生产相关的遗存，反映了城市社会生产具有重要的类别和技术要素。本阶段聚落区范围

大大扩展，已经成为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市，估计当时城市中心区域面积超过五十万平方米。

这一阶段不同规模房址、不同等级墓葬的存在表明盘龙城社会层次复杂，人口较多。许多

墓葬，特别是李家嘴 Ｍ１、Ｍ２这样的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数量多、品质好，印纹硬陶、玉器

的数量和类别也大大增加，这些随葬品的资源及制作技术的多样化，显现出盘龙城对于资源与

财富获取渠道的多样化。

这一阶段的盘龙城应该具有南方中心城市的地位。盘龙城不仅高等级遗存如建筑、墓葬

规模远远超出本地区其他聚落，而且周边聚落如江陵荆南寺〔１〕、黄梅意生寺〔２〕文化面貌表现

出与盘龙城的高度一致性，一些长江中游地区地方化的因素如红陶缸在这些聚落中发现较多。

随着盘龙城的兴盛，周边聚落数量远多于上一阶段〔３〕，荆南寺还出现随葬青铜器的墓葬，这或

可说明这一阶段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长江中游地区达到顶峰。

第三阶段是盘龙城作为中心城市的衰落时期（图四）。这一阶段盘龙城的重要变化是原有

的宫殿区被废弃，新的大型建筑出现在杨家湾南坡，高等级贵族墓地也相应迁移到杨家湾，这

或可说明杨家湾已成了新的城市核心。杨家湾 Ｍ１１、Ｍ１７等规模较大，随葬品在该阶段最丰

富。杨家湾 Ｍ１１随葬的勾首刀、透雕的勾云纹刀等多件新型兵器，杨家湾 Ｍ１７出现了中原文

化系统中迄今最早的绿松石镶嵌金器饰件，这些稀有的奢侈品可能还带有礼仪性，这都暗示其

拥有者在盘龙城身份最高。不过，盘龙城已经开始显现出颓势并最终废弃，杨家湾的几座大型

墓葬除 Ｍ１１出土大型圆鼎之外，随葬品数量、类别和品质总体不及李家嘴墓葬。杨家湾 Ｍ１１

出土的不少青铜器装饰、造型简陋，杨家湾 Ｍ１７虽出土绿松石金器饰件，但墓葬中青铜器数量

并不多，这足以说明盘龙城最高身份者所拥有的财富无论品质、总量还是多样性都有下降。同

时，杨家湾作为核心区，宫殿建筑与普通居址没有明显的限界，Ｍ１１、Ｈ６等高等级墓葬分布零

散，核心区的布局、规划都不如此前规整。在盘龙城废弃之前，其地位已经明显降低。

第三阶段遗存以杨家湾岗地及东西两侧的杨家嘴和楼子湾最为丰富，岗地南坡文化堆积

丰厚，同时分布有建筑、墓葬等遗迹。考古调查与勘探表明，杨家湾北坡也分布有较多房址与

墓葬，说明杨家湾岗地在这一时期人口密度较大〔４〕。从这些情况看，目前发现的疑似外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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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３１－１４８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南城工作站：《湖北黄梅意生寺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盛伟：《盘龙城遗址废弃的年代下限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一般而言，居民会选择遗址向阳、冬季避风的岗地南坡作为居住区。岗地北坡存在房址，暗示南坡居址较为密集。



可能建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聚落还在向北、向东发展，其中童家嘴是跨过盘龙湖形成的新

区，北部的小王家嘴墓葬也属于这一阶段。但这一阶段的聚落又并非全面扩展，在盘龙城城

垣、李家嘴虽然仍有文化堆积，但已不甚丰富，这两个地点应是当时核心区向南的延伸部分。

而更南的王家嘴，已完全不见文化堆积。至盘龙城第七期，杨家嘴、楼子湾等地点均不见文化

层，显现出城市在废弃之前，局部区域已经先行废弃。因此，第三阶段盘龙城城市范围虽未大

规模缩小，甚至在局部地区还有所发展，但原有的聚落点不断被废弃，城市在萧条中延续。

本阶段盘龙城大概仍是本地区中心城市，也仍是南方规模与等级最高的城市，最高首领拥

有勾首刀、金器等奢侈品，仍有较大数量来自长江下游的原始瓷、印纹硬陶，这说明城市对外功

能并没有大的削弱。随着盘龙城的废弃，长江中游一带原有的商文化聚落也一并废弃，这样的

联动性也在另一方面说明商文化退出该地区。

上述三个阶段的布局变化，其转变以高等级社会活动场所为重心。当第二阶段盘龙城城

址、宫殿、李家嘴贵族墓这一核心区形成后，普通居民点也开始由此前王家嘴向城址四周扩散。

第三阶段当高等级遗存出现在偏北的杨家湾时，普通居址也向北发展，并越过盘龙湖到达童家

嘴、小王家嘴。可见，在盘龙城聚落的布局演变过程中，高等级遗迹和一般性居民聚落呈现出

了一种联动效应，权力中心造就聚落中心。

（二）居、葬等功能区的变化

聚落功能区简单地说包括起居、祭葬以及生产等不同类型的遗存。在盘龙城，房址与墓葬

是最常见的两类，它们在时空分布上有很强的关联性。

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的关联性很强。从城市发展看，当盘龙城聚落只在王家嘴一带建立时，

墓葬在稍晚的时间才开始出现，这一阶段也没有出现随葬青铜器的墓葬。第二阶段开始，盘龙

城的聚落地位提升，并开始在居住区外兴建独立的大型建筑，这一时间则出现随葬青铜器的墓

葬。至盘龙城宫殿区确立，城垣、城壕营建，李家嘴墓地也同时出现，形成这一时期城市的核心

区域，盘龙城进入城市发展的繁盛时期，李家嘴墓地和宫殿区同时象征着其地位与财富。第三

阶段，原来的城址与宫殿区废弃，李家嘴墓地也停止使用，大型建筑和墓葬组成的城市核心区

同时迁移到杨家湾。此时盘龙城城市开始衰退，大型建筑的规模未见扩大，而高等级墓葬随葬

品的丰富程度却有所降低。从核心区布局看，大型建筑与高等级墓葬在空间位置上紧密相连。

李家嘴墓地 Ｍ３西距宫殿区不足２００米，杨家湾 Ｍ１１和 Ｈ６西距大型建筑Ｆ４不足１００米，杨

家湾 Ｍ１７东距Ｆ４不足２０米，这都反映了居、葬一体的社会观念。不过，第三阶段杨家湾大型

墓葬 Ｍ１１、Ｍ１７和 Ｈ６分布较为松散，远没有李家嘴墓地紧凑。此阶段宫殿一带的布局也较

为凌乱，反映出此时盘龙城核心区域缺乏整体规划，城市核心的凝聚力下降。

普通居址与小型墓葬在分布上关联性也很强。第一阶段盘龙城聚落范围和密度不大，墓

葬少见。至第二阶段，除了城址和李家嘴墓地这一核心区以外，普通居址范围内普遍发现小型

墓葬，其中与城址邻近的王家嘴、楼子湾居址文化层堆积丰富，墓葬数量也较多。杨家嘴的文
—２５４—

　 考古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化堆积丰富，墓葬数量也较多，并延续到第三阶段较早时期，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第

三阶段，随着杨家湾成为城市核心区，这里同时也密集分布普通居住区，这一岗地普遍都有墓

葬分布。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居址在王家嘴到城址一带明显收缩，而在遗址南部从王家嘴到李

家嘴也没有发现小型墓葬。

普通居址与小型墓葬在空间分布上更加近密。从王家嘴到杨家嘴，各个地点所见的小型

墓葬，都分布在聚落区范围内。而核心区外围如杨家嘴、楼子湾等地点的墓葬，规模往往都较

小，这是居葬关系近密的体现。每个地点居址与墓葬的延续阶段都接近，且居址还多见与年代

相近的文化层发生叠压或打破关系的情况。王家嘴发现的三座墓葬均与同时期居址距离较

近，甚至为房址所叠压。与李家嘴等大型墓葬有城垣与宫殿区相隔的情况不同，小型墓葬应该

多是就近分布在聚落之内，居、葬关系密切程度可见一斑。

小型墓葬虽未像大型墓葬那样规划严整，但一些墓地布局还是经过规划的。楼子湾发现

的五座墓葬，成排安葬，间距都不超过５米。杨家嘴 Ｍ６等四座墓葬分布密集，其中的三座墓

葬间距在一米以内。墓葬排列如此密集，显然是有意识安置的，应该属于墓地性质。不过小型

墓的分布又表现出松散的特性，楼子湾和杨家嘴除了分布密集的墓葬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墓

葬彼此间距数十米，比较分散。目前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杨家湾，小型墓葬彼此距离较远，没

有明显的墓地布局特征，除了其墓葬延续时间较长外，或许与第三阶段此地处于核心区、小型

墓葬墓主只处于该区域社会边缘相关。

《盘龙城》报告认为，属于第七期的城垣 Ｍ１打破了西城垣墙体，并将其视为是第七期盘龙

城城址遭废弃的主要依据。但是，属于第七期的文化堆积在城垣一带也有发现，城垣 Ｍ１正是

居葬关系密切的体现，与城址的废弃无关。实际上，Ｍ１下葬时城址已经废弃，该墓葬和同时

期的堆积都是城址废弃后普通社会阶层活动的遗存。从其他同时期的城址来看，郑州商城和

偃师商城均可见城址使用时期墓葬打破城墙的现象〔１〕。城址的废弃与墓葬打破城垣并无必

然联系，这应该是区别于东周时期城市研究的认识。

童家嘴、小王家嘴发现的墓葬目前还缺乏详细的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对应的居址。盘

龙城目前可统计的墓葬有五十三座，其中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有三十七座，比例高达百分之七

十。虽然有不少随葬陶器或无随葬品的墓葬未被辨识，但数量和比例已远高出郑州商城，这无

疑暗示盘龙城聚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除居址与墓葬外，盘龙城较为明确的生产活动遗存较少。《盘龙城》报告和一些学者曾对

遗址手工业作坊进行过讨论〔２〕，但也仅限于性质指认。例如，《盘龙城》报告认为盘龙城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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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不同时期都存在作坊遗迹，此外“在西城垣与楼子湾之间，北城垣与杨家湾之间的一片湖

汊，也分布着许多作坊遗迹”〔１〕，这些作坊遗迹一般指出土较多红陶缸等遗物之地，并未报告

作坊结构或相应功能的标志物。盘龙城遗址可能属于作坊性质的是大型灰烬沟，这种遗迹在

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均可见到，沟长３０－５０米，内填较多黑灰土，并出土红陶缸或较多陶

片。同时，这些遗迹多与居址活动频繁时期的堆积并存，它们的性质应该是接近的，但目前难

以判明其确切性质。此外，除宫城区，城垣以内的布局也不清晰，城址堆积情况不明。因此，对

于与生产活动相关遗存的揭示，将是盘龙城今后田野考古工作中的重点。

（三）地理环境的变化

研究古代遗址地理环境的变化，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后世环境变化对古代遗址的结构

或埋藏环境的改变，一是聚落形成过程中当时环境发生的改变。

盘龙城地区古代文化层下的原生堆积主要为第四纪网纹红土，此类土壤堆积普遍，一般厚

达数米，红土的结构只在低地因湖相沉积的侵蚀而稍有改变。红土的酸性较强，遗址中有机质

遗物难以保存，盘龙城墓葬中难以发现葬具、人骨，即为此故。网纹红土的另一特性是颗粒细

腻，密度较大，黏性较强，具有较强的保湿性。同时，盘龙城所在区域低丘与湖泊相间，陆路交

通并不便利。

除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外，盘龙城一带古人类活动不甚频繁。在杨家湾曾经采集到个别旧

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核石器，但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结合《盘龙城》报告和我们近年调

查发掘的情况，盘龙城商时期聚落废弃之后，这一地区长时间少有人类活动〔２〕。盘龙城遗址

晚期堆积中偶见宋、清时期瓷片，在其西的甲宝山一带，有两宋时期墓葬〔３〕。可能由于晚清时

期武汉作为通商口岸之后，城市快速发展，人口大大增加，盘龙城常居人口开始增多，因此在小

王家嘴、江家湾以及童家嘴等地均发现晚清墓葬或文化堆积〔４〕，民国时期仍有村落。明朝晚

期武汉地区城市化加速、人口大增以前，盘龙城少见夏商时期之外的古代遗存。事实上，盘龙

城地区的地理环境并不十分适合古代居民生活，这是我们讨论盘龙城遗址性质时需要注意之

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防汛要求，盘龙城地区村民从近湖低地向杨家湾、江家湾、小王家

嘴等岗地搬迁，并在杨家湾岗地等地点形成了目前盘龙城所见的村落布局。盘龙城遗址公园

建设之前，遗址一般保护区村民总人口不超过５００人。除了在生产活动中挖出墓葬以及居住

活动对杨家湾南坡一带商时期堆积有所破坏之外，当代居民对盘龙城遗址地貌没有大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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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１９６３－１９９４年考古发掘报告》，３９６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盘龙城》报告在介绍南城壕中段层位时提到第２层出土六朝至明清时期的瓷片。我们认为报告的年代描述只是泛
指晚近时期，而非包括六朝等不同的阶段。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盘龙城“澜桥康城”工地宋墓清理简报》，《武汉文博》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盘龙城童家咀遗址调查探讨简报》，《武汉文博》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盘龙城杨家湾遗
址在发掘前清理地面建筑过程中采集的文物》，《武汉文博》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诸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或人造梯田等生产运动，也未在盘龙城进行大规模改地活动。

１９８８年，盘龙城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内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日益

受到重视。由此，我们认为盘龙城夏商时期遗址地貌总体变化不大。

盘龙城现在的地理环境较夏商时期已有所改变，主要是缘于长江中游河道的淤积、河床抬

升造成水位的上升。现在枯水季节，王家嘴遗址南端仍然在府河水平面之下。也就是说，夏商

时期盘龙城还包括今天盘龙湖水位线以下的一些地区。水位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古代景

观的判断。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盘龙城的遗迹都分布在岗地上，岗地之间遍布湖汊，但在夏商

时期这些湖汊可能均为陆地，各个居址则连成一片〔１〕。

水力侵蚀也是改变聚落环境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聚落多处于平

原，晚期水力作用主要是下切或泥沙覆盖。而长江流域一些遗址位于岗地，雨水的冲刷造成文

化层流失。因此，盘龙城遗址多数房基结构不明，可能是居址废弃后雨水侵蚀所致。另一方

面，小嘴、杨家嘴遗址等处于水位波动范围的文化堆积容易受到湖水侵袭破坏。枯水期在王家

嘴、小嘴一带地表露出陶片、遗迹单位，都是水力侵蚀的结果。

盘龙城不同时期聚落位置也有变化。第一阶段聚落主要分布在王家嘴，第二阶段围绕城

址分布，第三阶段则以杨家湾为中心。虽然这种位置变化可归因于宫殿等高等级活动中心的

转移，但宫殿区迁移的背景是什么？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这些变化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聚落整体向北发展。从王家嘴到城址到杨家湾南坡，聚落中心不断北移。从第二阶段的

杨家湾、楼子湾，到第三阶段的童家嘴、小王家嘴，每一阶段新出现的聚落点都在最北部。其

二，聚落海拔有越来越高的趋向。第一阶段的聚落分布在今王家嘴、杨家嘴东部、李家嘴北坡，

均属于低海拔地带，海拔高约２０米。第二阶段聚落中心的宫殿区Ｆ２西南角础石海拔２６．３

米，新开辟的楼子湾、杨家湾都较王家嘴海拔高。第三阶段杨家湾南坡建筑基址西南角础石海

拔３１．４米。其三，盘龙城各个聚落点均邻近盘龙湖，聚落分布有明显的向湖性特征。在聚落

发展过程中，没有向西部更高的、远离湖区的方向发展，而第三阶段新的聚落点童家嘴、小王家

嘴距离杨家湾南坡中心稍远，但却也邻近湖区。上述北移、迁高、向湖等变化的背景，目前还难

以解释，这也是未来考古工作的重点。

三　从盘龙城看商代城市布局的若干问题

盘龙城遗址所发现的聚落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点，并在早、中商时期一直与中原文化同步

发展。比较盘龙城遗址与中原地区同类遗址，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城市布局和社会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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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这一认识仅为假设，早期遗址的景观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的水下遗存探测和三维地形测绘。



目前发现的早、中商时期性质比较明确的城址约有八处，其中属于都城级别的有偃师商

城、郑州商城和洹北商城三处。偃师商城考古工作时间较长，学术界对其布局的认识较为清

晰。偃师商城是由宫城、小城和大城组成，早期以小城和城中偏南的宫城为核心，外围分布手

工业作坊、普通居址和可能为府库类的特殊遗迹。晚期宫城得到了修葺和扩建，并在小城的基

础上修建了大城。扩建后的大城面积达到１９０万平方米，将早期城垣外的居民点和手工业作

坊纳入其中〔１〕。

郑州商城考古工作时间最长，但因其位于市中心，遗存多遭破坏，其整体布局不甚清楚。

郑州商城目前可确认有内城垣和外城垣两道城墙〔２〕，内城面积２９０万平方米，明显大于偃师

商城。外城垣不完整，但范围很大，应该是较晚时期的扩建。在内城的东北角发现大面积的夯

土建筑，推测为宫殿区〔３〕。而在内、外城垣之间，零散分布普通居址、手工业作坊和墓葬等遗

迹。此外，在宫殿区附近也发现了夯土城墙，表明郑州商城可能存在宫城遗迹〔４〕。

洹北商城使用时间较短，主要由宫城和外城垣组成，外城垣基槽南北长２２００、东西宽２１５０

米，其性质应该与郑州商城外城相同。在外城垣西南角还分布有小城〔５〕。宫城内发现大型宫

殿基址两处〔６〕，而宫城之外则分布不同形态的夯土建筑〔７〕，应为普通居民点。上述三处城

市，体现了当时的都城规模与布局情况。此外近年发现的小双桥遗址也被部分学者认为属于

商代都城〔８〕，可惜目前对其结构及性质的认识还不充分。

除以上三处都城遗址之外，这一时期的中心城址还有垣曲、府城、东下冯、望京楼等。垣曲

工作开展较多，发表资料也较为全面。其营建可追溯到二里头晚期，利用地势形成了类似环壕

的聚落。至二里冈下层晚段，开始出现近方形城垣、道路，并在城内设置普通居民点，这一时期

手工业遗迹则零散地分布在居民点内。垣曲的城市发展在二里冈上层达到顶峰，核心区域内

出现了南北向、前后两处平行的大型夯土建筑，外围为廊庑或院墙，应为宫殿区。同时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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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荣：《偃师商城布局的探索和思考》，《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２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一卷），

７２７、７３０、７３１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１），７－２３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７年；河
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１期；《郑州三德里、花园新村考古发掘
简报》，《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２２８－２４１页，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年考古发掘报告》（上），２３０－２３２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已有证据表明，在郑州商城宫殿边缘处有类似夯土城墙的防御设施，怀疑为宫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
城———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年考古发掘报告》（上），２３３－２３４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勘探简报》，《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１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二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１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勘探简报》，《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１
期。

关于小双桥遗址的性质，部分学者认为可能是商仲丁所迁之都。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都说》，《中原文
物》１９９７年第２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下），７３８、７３９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点外有较集中的制陶、铸铜作坊，手工业的专业化进一步加强〔１〕。焦作府城与垣曲的情况较

为相近，早期聚落也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晚期，并于二里冈下层出现城垣和大型的夯土建筑，近

方形的城垣内修筑有南北向、前后两重院落的大型夯土建筑，或属于宫殿基址〔２〕。近年发现

的新郑望京楼城址也是方形城垣内布置大型夯土建筑，并分布有一般性的居址和手工业作坊，

城内由井字形道路连接〔３〕。而在该城城垣以北有一条东西向的外壕，城垣与壕沟之间分布有

同时期文化遗存，应属于城垣外围的居住区。夏县东下冯城址的北部破坏严重，从存留的部分

判断，聚落规模不大，南部有曲尺状城垣，内有圆形建筑基址，成排分布，结构特殊，应为仓库或

其他特殊遗迹〔４〕。东下冯目前也未发现大型夯土建筑群或手工作坊，或暗示其不同的布局形

态，城市可能存在特殊功能〔５〕。

已有学者指出早商及中商时期的城市，在布局规划和筑城技术上有一些规律性的特征，体

现了这批城市在形成过程存在共同的文化背景〔６〕。就城市规模和布局而言，从郑州商城到洹

北商城等都城级别的城市，明显有别于其他区域性城市。盘龙城第二阶段城市〔７〕与垣曲、府

城、望京楼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相似特征。这些聚落的出现多可追溯到二里头晚期，并在二

里冈下层阶段开始营建方形的城垣、大型夯土建筑等。除了邻近都城区域的望京楼城址聚落

规模较大之外，盘龙城和其他几个城市的规模都不大，城垣内面积都未超过２０万平方米（表

二）。盘龙城Ｆ１基址长近４０、宽约１２．３米，垣曲商城３号台基长约４１、宽１１．５米〔８〕，与盘龙

城Ｆ１大小相近。此外，盘龙城宫殿基址位于城东北角，宫殿基址呈前后二殿的布局特征，与

垣曲商城、府城商城相同。

在聚落布局上，盘龙城第二阶段的城市也与中原诸城址特征接近。这一时期盘龙城以城

址为核心，其外围分布普通居址，城址内、宫殿区外可能还有居址。中、小型墓葬则靠近相

关的居址区。这样的布局特征在郑州、偃师、洹北等都城级别的城市中均可见到，大约是当

时城市布局的一般原则。属于地方中心城市的垣曲、东下冯商城等普通居民区也未与宫殿区

完全隔离，只是分布于大型建筑外围，而墓葬在居址附近同样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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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贵族墓葬在盘龙城和郑州商城也多靠近宫殿基址等大型建筑，而一般小型墓葬位于相应

的居址附近。实际上在更早的二里头遗址，部分规模较大的墓葬位于宫殿建筑之内，有学者

认为这批墓葬的墓主有可能即为宫殿的主人〔１〕。从现有材料来看，夏商时期墓葬的分布多位

于居址附近或在居住区内，表明这一时期居葬近密是聚落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从李家嘴、

小王家嘴墓地看，有意识规划的墓地在不同阶层均已存在，但在盘龙城零星的墓葬更为多见，

又说明墓地并非是普遍性的埋葬选择。盘龙城之外其他遗址还不多见集中的墓地，或可能受

到目前考古发现的局限。

　　表二 早、中商时期主要城市规模 面积单位：万平方米

区域

面积 遗址
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 洹北商城 小双桥遗址望京楼商城 垣曲商城 府城商城 盘龙城商城

宫殿区 ４０　 ４．５　 ４１　 ０．４５　 ０．３５

城垣内 ２９０　 １９０　 ４７０　 ３７　 １９　 ９　 ７．５４

遗址范围 ２５００　 １９０　 １４４　 １６８　 １９　 ９　 １１０

另一方面，盘龙城在聚落形态上又有自身的特征，暗示其性质较为独特。以盘龙城城市鼎

盛期的第二阶段为例，与城市布局相关的普通聚落点、墓葬或手工业遗迹等多分布在城垣之

外，而盘龙城城垣内现只发现大型的夯土建筑，宫殿区面积不大，城址有明显的高等级居住区

的性质，这似乎暗示了在盘龙城高等级群体与一般性居民在空间上有所分化。这与同时期其

他区域性城址各层次混居的情况不同。因此，盘龙城的布局似更接近都城级别城市。

就聚落规模而言，盘龙城城址及周边的居民点———特别是夏商时期湖区水位较低的情况

下，规模要明显大于其他同时期的区域性城市（表二）。黄河中游地区城市分布较为集中，且区

域性城市多靠近都城地区，而盘龙城则远离郑洛地区。这既暗示盘龙城可能属于方国，具有独

立的政治地位，也可能说明盘龙城属于商王朝政治系统，但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结

合李家嘴 Ｍ１、Ｍ２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可以认为盘龙城的地位在早、中商时期较其他区域性城

市更为突出，其首领具有更高的社会等级。

盘龙城与中原地区同时期诸城市相比，更大的差异还表现在地理位置和环境上。中原地

区城市之间的距离多在６０－９０公里的范围内。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些城市之间相互关联是一

种网点式的聚落群，它们构成了夏商文明的中心区域。盘龙城距离郑州商城４５０公里，远离中

原政治中心。但是，盘龙城并非孤立存在于长江流域，而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联系。从交通线

路上来说，盘龙城所在的武汉到郑州之间的京广铁路沿线自古即为交通要道，盘龙城以北的黄

—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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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１９５９－１９７８年考古发掘报告》，１５７、１５８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二里头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９９１－１０１６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赵海涛、许
宏、陈国梁：《二里头遗址宫殿区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勘探与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第４版。



陂、孝感发现多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遗址，如聂家寨〔１〕、郭元咀〔２〕等。盘龙城向西北通过府

河及其上游的涢水可穿过随枣走廊，这是连通中原地区的另一条交通线路，其间有随州庙台子

遗址〔３〕，在淅河还发现中商时期青铜器群〔４〕。

另一方面，盘龙城通过长江干流交通又构成了东西向的文化交流带，在长江沿线分布着荆

南寺、铜鼓山〔５〕、意生寺、薛家岗〔６〕等以中原文化面貌为主体的遗址，这些遗址基本与盘龙城

的兴废同步〔７〕，可见盘龙城中心的区域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外的张力。在地理环境上，盘龙城

位于长江以北、靠近湖区水面的岗地区域，并且在营建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两条南北向的岗脊形

成城垣。起伏不平的地势和近水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盘龙城特殊的地貌景观，又方便了城市的

对外交通。这样看来，盘龙城地理位置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它作为商王朝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既便于中原王朝的控制与交流，又体现出对长江沿线区域的影响。反观中原地区，城市多分布

在平原或河谷地带，城市之间距离较近，彼此交流便利。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分别位于垣曲

盆地和运城盆地内部，同时在垣曲与府城城垣以外均未发现文化遗存，似乎较为封闭，而非盘

龙城那样外张的态势。

盘龙城聚落的布局既与中原地区早、中商时期地区性城市的一般规划近似，又因聚落的兴

衰变迁、地理位置与环境等因素形成一些地域性特征，说明其应为中原王朝二级中心城市。城

市历时性的兴衰变化，是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进退与强弱态势的反映，也是其所处时代与文化

背景的反映，这种变化同时为我们理解商前期城市发展和国家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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